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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
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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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碳排放权交易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波特假说”

和新发展理念，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将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 2005—
2018年中国内地 30个省份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①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起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累积动态效应，经过安慰剂检验和 PSM‑DID检验，发

现结论依然成立。②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政策促进效应显著，而中部

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则呈现不明显的抑制效应。③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能源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促进共享发展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其中，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

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较小。④分区域机制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共享发展的中介

效应最大，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次之，能源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小；中部地区中介效应最大为能源结构，其次为绿色技术创

新，外商直接投资的传导效应相对较小；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大，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相对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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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全球碳项目数据，国际气候科学机构指出 2022年全球碳排放量将达到创纪录高位，若不采取相应

措施，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将引发气候变暖、灾害频发等问题，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给人类生存和

发展带来严重挑战。现阶段，气候危机受到世界各国广泛关注，中国政府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有效应对气

候危机，提出“双碳”发展目标，力争于 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二十大报

告再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并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这为

经济绿色增长指明了方向，也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各地区也积极响应国家低碳政策，陆

续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相关措施，旨在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等调控手段，倒逼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

活动，促进碳减排和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实现边际能源消耗和碳减排成本的双降。

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公维凤等，

2022）。2011年国家发改委批准了北京、上海、广东等 7个省市开展交易试点工作，并于 2013年正式推进，这

是我国市场型环境规制改革的代表性举措之一。2017年发布了开启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的通知，通过区域

碳交易市场之间的对接与合作，构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实施碳交易试点政策符合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现状，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评价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和经济效应，那么，碳交易试点是否有利于

试点地区经济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已变得极为紧迫。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

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战略指引。那么，在新发展

理念下，如何充分发挥碳交易市场的作用，降低企业碳减排成本，促进区域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另外，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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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因素是否对碳交易体系的政策效果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为此，本文探

索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进而寻找碳交易赋能中国区域经济绿色

增长的最优路径，以期对完善我国碳交易政策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碳交易试点政策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旨在通过有效配置企业间环境资源来促进区域整体实现

节能减排（赵楠等，2021）。已有研究主要从政策设计和政策效果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政策设计文献聚焦于碳

交易机制的构成要素、配额方案设计以及制度体系建设（彭武元和陈思宇，2020；令狐大智等，2021；缪文清和

沈炳良，2020；蓝虹和陈雅函，2022），政策效果文献则关注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经济效应。例如，黄

向岚等（2018）对我国 6个碳交易试点省份展开研究，实证表明该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省份碳排放量；陈道平

等（2022）也发现碳交易试点政策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并指出各试点地区碳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

Huang等（2019）认为碳交易政策有助于实现包容性、可持续性及韧性经济增长；Landis等（2021）发现欧盟通

过提高碳价获得更多收益，且各国间还需对碳收入进行再分配；任晓松等（2020）指出碳交易试点政策对高污

染工业企业经济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能够实现经济红利；Li等（2022）发现碳交易试点政策有利于中国城市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对周边非试点城市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二）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学术界关注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绿色发展已成为新时代重要发展方式（吴虹仪和殷德生，

2021）。经济绿色增长是节约资源、促进经济增长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兼顾减排和增长两大目标，

其核心是投入较少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以实现较多的经济增长（Wang et al，2023）。学者们主要从技术创新、

技术引进和环境规制等方面探讨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在技术创新方面，逯进和李婷婷（2021）指出技

术创新具备降低产出能耗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双重效果，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动力；傅晗彧等

（2022）发现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未产生显著影

响。在技术引进方面，唐未兵等（2014）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

用，而吴虹仪和殷德生（2021）则认为技术引进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是影响经济绿色增长的

重要因素，合理的环境规制工具将有利于实现经济绿色增长。张峰和宋晓娜（2019）指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

长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但后期该种作用将趋于平缓；Ma等（2022）研究发现随着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环

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将不断增强。

（三）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
自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经济绿色增长的作用渠道，较多学

者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进步等单一渠道进行研究。例如，谭静和张建华（2018）研究表明，碳交易机制

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促进地区减排；黄向岚等（2018）指出碳交易试点政策从能源消费总量和能

源消费结构方面实现环境红利；余萍和刘纪显（2020）发现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技术改进实现经济

绿色增长；少数学者从多重中介的视角研究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李治国和王杰（2021）
从能源消费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分析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果。

当前，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以新发展理念为战略指引，该理念核心在于发展，从追求经济增长拓

展到追求全方位发展，包括社会进步、环境优化以及人类自由等，重视高质量、更具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谭晨，

2019）。然而，鲜见在新发展理念下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外商投资等纳入统一框架，分析其在碳交易

试点政策赋能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中的传导机制。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已有文献对碳交易试

点政策的研究进行了有益探讨，但侧重于政策的减排效应或经济效应，而关注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

济绿色增长影响机制的文献较少；②尽管一些研究对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经济绿色增长的路径做了初步探

索，但主要从技术创新或产业结构升级等单一机制展开研究，而鲜见基于新发展理念系统分析碳交易试点政

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文献，对试点政策效应发挥的最佳作用渠道也不够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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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将碳交易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

绿色增长的影响，检验“波特假说”理论在中国是否成立。其次，从区域异质性视角出发，分别考察我国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碳交易试点政策的效果，有助于识别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性。再次，在新发展理念下，探索

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作用机制，寻找碳交易试点政策作用于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

长的最优路径，从而有利于生成针对性政策建议。

三、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为有效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京都议定书》提出借助市场机制实现减排目标的环境规制政策——碳排放

权交易。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利用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解决气候变暖问题。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

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我国将碳交易作为一项重要抓手，针对环境保护和经济绿色增长展开了一系列的实

践探索和改革。2011年 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了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 7个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并于 2013年正式启动。经历 4年的试点运

行，7个碳交易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碳成交量从 31.94万吨增加到 4693.42万吨，碳交易金额从 2047万元增长到

70917万元，试点地区企业碳排放量和强度均有所下降，实现了温室气体的减排，这为建设全国碳交易市场

提供了相关经验。试点期间，碳减排取得了显著成效，碳交易试点政策已成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减

排政策工具，2017年我国开始将碳交易市场从试点地区拓展到全国范围，并于 2021年 7月 16日开启了线上

碳交易。建设全国碳交易市场能够有效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2022年国家发改委颁布

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进一步指出建设全国碳交易市场应聚焦于绿色

生产和绿色消费。绿色发展不仅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还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据此，我国应充分发挥碳交易

市场的减排效应和经济效应，以加快建设全国的碳交易市场，实现经济绿色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

碳交易试点政策作为一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基于波特假说，碳交易试点政策有利于企业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合理的治理模式，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并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Porter and Linde，1995）。碳交易试

点政策主要借助市场调控手段，根据碳排放目标和配额管理办法，确定企业碳排放额度，协调生态保护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经济绿色增长。具体地，碳排放量高的企业需要更多碳排放额度维持正常运

行，而碳排放量低的企业存在剩余的碳排放额度，碳交易市场为这些企业提供交易平台，合理配置稀缺资源，

使碳减排与企业生产有机结合（Xuan et al，2020）。在碳交易市场机制下，环境规制更为严格，倒逼企业开展

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与应用活动，减少边际碳排放成本，促进了区域碳排放量下降（胡江峰等，2020），同时具备

碳减排技术优势的企业还可出售剩余配额获取收益，实现经济绿色增长。鉴于我国各地区技术、资金、人力

及能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碳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有所差别。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在碳减排技

术和人才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碳交易试点政策在该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更能发挥

积极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碳交易试点政策有效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H1）。

2. 新发展理念下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作用机制

试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Yang et al，2020）、产业结构（逯进和李婷婷，2021）以及能源结构（冯梅和李文

华，2019）等因素不同，可能导致经济绿色增长水平有所差别。在新发展理念下，外商直接投资（Shao et al，
2022）和共享发展（Yu et al，2021）也是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五大发展理念，从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共享发展 5个方面，分析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

的作用机制。

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碳交易

支持“弱波特假说”（Yang et al，2020），绿色技术创新风险高、周期长，试点政策提供的金融支持有利于此类创

新活动开展，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创新风险。在碳交易机制下，主要借助“污染者付费”的激励方式，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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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增加绿色研发投入，从事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活动，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不仅可抵消企业污染治理成本，

还能够提升其盈利能力，从而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碳交易试点政策为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带来了创新补

偿效应，促使企业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增加盈利收入的同时，也对环境保护作出了贡献（Clarkson
et al，2015）。另外，技术研发和改造应用对节能减排和经济效益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长远来看，碳交易试

点政策将提升企业的边际排放成本，形成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对实现经济绿色增长产生持续的正向支撑。

结合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特点，若购买碳排放额度的成本远远高于从事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则会倒逼企业

开展绿色创新，促进绿色专利等技术水平提升，且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了单位产出的减排成本，可通过

转让剩余碳排放配度以增加收益，从而推动了经济绿色增长。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促进绿色专利等技术产出，形成创新驱动效应以实现中国

区域经济绿色增长（H2a）。

碳交易试点政策将引致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碳交易试点政

策有利于企业碳减排联盟的建立，便于企业之间开展碳减排和低碳技术研发合作，从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张修凡和范德成，2021），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产生“结构红利”，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碳交易试点政策下，将

会增加“三高”企业的边际排放成本，影响企业的获利能力，因此，这些企业生存和发展将受到严重威胁

（Cheng et al，2019）。在碳交易机制下，市场会倒逼企业改变传统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方式，逐步淘汰落后

产能，促使产业结构向低污染、低能耗的生产方式转变。另外，与其他行业相比，石油、化工以及钢铁等高碳

行业受到试点政策影响更为严重，该政策将迫使高碳行业向低碳行业转型（Xu，2021），产业结构得以升级，

产业结构红利效应的发挥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作用，进而成为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产业结构红利效应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

绿色增长（H2b）。

碳交易试点政策有利于优化能源结构，通过能源结构效应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一方面，碳交易

试点地区严格控制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使用，鼓励企业加大对风能、太阳能等低碳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提

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能源结构优化（Zeng et al，2022）。碳交易试点政策将提高能源投入边际成

本，在成本效应和市场激励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更愿意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来降低碳排放量，进而实现经

济绿色增长（Xu，2021）。在能源消费中，应有效控制煤炭等此类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注重提高天然气、风

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效率，促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在碳交易试点政策下，地方政府通过碳排放权

交易、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等方式对企业环境治理进行施压，鼓励高碳化行业向低碳化新能源行业发展，促

进清洁能源的使用，实现经济绿色发展。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降低煤炭比重、提高天然气比重，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H2c）。

碳交易试点政策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投资效应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无论从外资流

量还是外资存量，均可以为东道国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促进地区经济绿色增长（李子豪，2015）。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环境与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地区经济绿色增长。基于“OLI理论”，碳交易试点政策有

利于外资企业发挥所有权优势（O）、区位优势（L）以及内部化优势（I）。在碳交易制度下，可以充分发挥外资

企业在专利、品牌及管理技能等领域的所有权优势，这些因素使外资企业在碳减排技术和价格方面优于其他

企业，提高了外资企业竞争力，还可通过转让剩余碳排放配额获取收益，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区位优势也是

外资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试点地区环境管制更为严格，企业需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和技术以达到减排

标准，本地企业需通过参与碳交易来降低企业成本。而外资企业也可参与地区碳交易，利用先进技术和管理

经验获得竞争优势。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提高外商投资流量和存量，发挥投资效应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H2d）。

碳交易试点政策有利于促进产出共享和福利共享，通过共享效应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产出共

享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试点政策将引导企业提高员工工资水平，吸引高技能员工从事设备维修和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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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工作，实现试点企业收入增加，进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Lim and Prakash，2014；Oestreich and
Tsiakas，2015）。收入水平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升。福利共享方面，实施碳交易试点政策对教

育、医疗等方面产生促进作用（Smith and Swierzbinski，2007），且相比政府补贴政策，碳交易试点政策将产生

更多的社会福利（魏琦等，2021）。现阶段，我国强调公平公正，尤为注重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的同步增长。

若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均不断缩小，乡村生产环境和消费市场建设不断完善，教育和医疗水平不断提

升，城市技术和人才不断向乡村转移，城乡经济发展质量逐渐趋同，则可通过共享效应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

色增长。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

均消费性支出、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以及人均医疗卫

生财政支出，发挥共享效应进而实现中国区域经济

绿色增长（H2e）。

综上所述，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

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吸引外商投资

以及促进共享发展等方式，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

增长，作用机制如图 1所示。

四、样本数据与模型构建

（一）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5—2018年 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区），数据源自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绿色增长水平（HID），选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衡量（徐军委等，2022）。运用非期

望产出 SBM（undesirable slacks‑based measurement）模型和 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借助MaxDEA软

件测度考察期内中国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计算过程涉及（劳动力、资本以及能源）投入、期望产出和非

期望产出三类指标。这里，劳动力投入使用年末就业人员数来表示，资本投入以 2000年为基期，使用永续盘

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表示，能源投入采用能源消耗量来衡量。期望产出选取平减后的地区生产总值表示，非

期望产出使用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衡量。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碳交易试点虚拟变量，根据 2011年发布的《关于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将 2011年作

为政策实施为时间节点，并选取北京、天津等 7个试点地区作为实验组，剩余地区作为对照组，构建反映碳交

易试点政策实施效果的解释变量 Period × Treated。
3. 控制变量

包括以下 6种：①经济发展水平（ECO），选取平减后的地区人均 GDP来表示；②对外开放程度（OPEN），

利用进出口额占 GDP的比重来衡量；③环境规制强度（ENV），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来表示；④城镇化水平（URB），选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⑤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用地

区人均道路铺装面积来表示；⑥工业化程度（IND），采用工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进行衡量。

（三）模型设定

本文将碳交易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交易试点政策的政策效果，即

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我国三大地区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效

果的异质性。本文选取样本涵盖了 2005—2018年 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区），

其中包括 7个碳交易试点省份和 23个非碳交易试点省份，模型设定如下：

HIDit = α 0 + α 1Periodt × Treatedi + ωControlit + λt + μc + εit （1）
其中：HIDit为省份 i在第 t年经济绿色增长水平；α 0为常数项；Periodt为政策实施时期虚拟变量，碳交易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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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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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后的年份取值为 1，否则为 0；Treatedi为试点地区虚拟变量，若属于试点地区，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α 1为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即政策效应；Controlit为控制变量；ω为控制变量

的系数；λt和 μc分别为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

五、实证分析

（一）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主效应分析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

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1。其中，

（1）列为不考虑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2）列则是考虑

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

量 ，Period×Treated 的 系 数 均 显 著 为 正（0.096*** 和
0.065**），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有效促进了中国区域经

济绿色增长，假设H1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检验

双重差分估计量的一致性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

设，若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

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只会发生在试点之后，而在试

点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经济绿色增长变动趋势较

小。此外，为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是否随时间变化而产生动态效应，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HIDit = β0 + β1Period × Treatedi，t - 4 + β2Period × Treatedi，t - 3 + ⋯ +

β9Period × Treatedi，t + 4 + β10Period × Treatedi，t + 5 + ωControlit + λt + μc + εit （2）
其中：β0为常数项；Period × Treatedi，t ± n为实施碳交易前后 n年的虚拟变量，本文以 2011年碳交易实施时间为界

限，分别检验政策实施前 4年和政策实施后 5年的变化趋势，若 Period × Treatedi，t - n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存在

平行趋势；若 Period × Treatedi，t + n的系数显著，说明碳交易试点政策具有累积动态效应；β1 ∼ β10为碳交易试点

政策实施前 4年到政策实施后 5年的政策效果。

由图 2可知，在实施碳交易试点政策之前，试点省份

和非试点省份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示符合平行趋势假

设。另外，研究发现，2011年 Period×Treated系数并不显

著（由于 2011年 Period×Treated的置信区间包含 0），但

2012—2016年Period×Treated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碳交

易试点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012—2016年的政

策效应依然存在，其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存在持续

的正向影响，即：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

增长存在正向累积动态效应。此外，本文发现在 2011年
之前交互项系数的置信区间包含 0值，而在 2011年之后

不包含 0值，并且置信区间向右上方偏移，进一步验证碳

交易试点政策具有累积动态效应。

2. 安慰剂检验

本文使用安慰剂检验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差异在于是否实施碳交易试点政策，假定碳交易试点政策

的实施年份分别为 2007年、2008年、2009年和 2010年，由表 2可知 Period×Treated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故假

设H1的结论是稳健的。

3.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由于碳交易试点地区的选取具有随机性，本文借鉴 Zhang和Wang（2021）的做法，分别使用近邻匹配和

卡尺匹配检验方法，并对时间和地区效应进行固定，回归结果见表 3。表 3中（1）~（4）列的 Period×Treated系

表 1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

变量

Period×Treated
ECO
OPEN
ENV
URB
INF
IND

Constant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被解释变量：经济绿色增长（HID）
（1）

0.096***（0.027）

1.162***（0.067）
Yes
420
0.350

（2）
0.065**（0.029）
0.403（0.330）
-0.048（0.108）
-1.096（2.600）
-0.388（0.382）
-0.014**（0.006）
0.237（0.216）
-0.329（1.472）

Yes
420
0.396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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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表示政策开始实施的年份，即 2011年；-4~-1表示政策实施前的年份，即
2007—2010年，1~5表示政策实施后的年份，即 2012—2016年
图 2 碳交易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影响的

动态效应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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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均显著为正，表明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PSM‑DID）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假设

H1依然成立。

表 2 安慰剂检验

变量

Period×Treated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HID
（1）
2007年

0.004（0.111）
-6.537（4.790）

Yes
Yes
420
0.231

（2）
2008年

-0.046（0.076）
-6.648（4.844）

Yes
Yes
420
0.234

（3）
2009年

-0.059（0.061）
-6.767（4.902）

Yes
Yes
420
0.237

（4）
2010年

-0.031（0.040）
-6.499（4.814）

Yes
Yes
420
0.232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差。

表 3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DID）
变量

Period×Treated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HID
近邻匹配

（1）
0.087***（0.029）
1.003***（0.010）

No
Yes
106
0.284

近邻匹配

（2）
0.068***（0.016）
1.195***（0.386）

Yes
Yes
106
0.421

卡尺匹配

（3）
0.041**（0.021）
1.106***（0.091）

No
Yes
106
0.248

卡尺匹配

（4）
0.061*（0.033）
1.310**（0.609）

Yes
Yes
106
0.507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差。

4. 替换碳交易试点政策的衡量指标

由于碳交易价格是碳交易试点政策的一种体现，

本文选取 2014—2018年的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广

东、重庆 6个碳交易试点的碳排放日成交均价对碳交

易试点政策进行测度，回归结果见表 4的（1）列、（2）
列，结果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碳交易价

格的方式，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产生了积极影

响，表明假设H1的结果是稳健的。

（三）区域异质性分析
中国三大区域经济、技术和人力资本差异明显，

试点地区的政策效果可能有所差别，本文将分别从东

部、中部、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

果见表 5。（1）列中 Period×Treated回归系数在 5%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0.090**），（2）列、（3）列 Period×Treated
回归系数（0.021、-0.016）不显著，表明东部地区碳交

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具有显著的积

极影响，而中部地区试点政策的促进效应并不明显，

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抑制效应，但不显著。可能原因在

于东部地区拥有技术、人才以及资金等明显优势，且

制度环境较为健全。另外，表 5的（1）列中 IND的回归

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0.335*），这表明相比中

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工业化程度高，技术优势明显，且

使用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工具能够充分发挥其政策效果，因此碳交易试点政策在该地区表现为明显的促进

作用。虽然开展碳交易试点政策有利于中国经济绿色发展，但中部地区环境规制程度较低，存在大量高污

染、高排放的低端企业，在该地区优化生态环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无法实现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双

表 4 替换解释变量

变量

Period×Treated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观测值

R²

HID
（1）

0.008**（0.002）
0.913***（0.185）

No
Yes
30
0.329

（2）
0.007**（0.002）
3.845（6.784）

Yes
Yes
30
0.416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标准误差。

表 5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Period×Treated
ECO
OPEN
ENV
URB
INF
IND

Constant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观测值

R²

HID
（1）东部

0.090**（0.036）
0.368（0.317）
-0.023（0.103）
-2.161（2.582）
-0.442（0.352）
-0.013**（0.007）
0.335*（0.202）
-0.181（1.446）

Yes
420
0.399

（2）中部

0.021（0.022）
0.321（0.344）
-0.099（0.111）
-1.725（2.731）
-0.285（0.493）
-0.017***（0.006）
0.276（0.202）
0.037（1.510）

Yes
420
0.388

（3）西部

-0.016（0.028）
0.312（0.348）
-0.101（0.110）
-1.916（2.728）
-2.609（0.481）
-0.018***（0.006）
0.291（0.213）
0.093（1.551）

Yes
420
0.388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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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且缺乏绿色创新的人力和资金支持，因此碳交易试点政策在该地区尚未发挥显著的促进效应。西部地区

在区位、经济以及技术等方面均处于劣势，环保政策和法律体系等方面仍有待完善，且该地区在引进先进技

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带来污染、落后产业，这种低质量外商投资加重了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程度，碳交易试

点政策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且地区技术和经济增长点并不明确，故试点政策在西部地区经济绿色发展中表

现出不明显的抑制效应。

（四）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碳交易试点政策设计和前文理论分析，碳交易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

构、优化能源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促进共享发展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为此，本文参考张

华（2020）、曾婧婧和温永林（2021）的做法，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Mit = α 0 + α 1Periodt × Treatedi + ωControlit + λt + μc + εit （3）

其中：Mit为机制变量，即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机制变量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其余变量与模型（1）保

持一致。关于机制变量的选取，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主要选取五类变量衡量 Mit，分别为绿色技术创新

（GTI）、产业结构（STR）、能源结构（ENE）、外商直接投资（FQ）以及共享发展（CD）。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见表 6。首先，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机制，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机制之

一在于试点政策强化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识。相比传统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对

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为检验这一机制，本文主要从绿色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进

行衡量。参考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研究，分别使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取对数（GTI1）、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数取对数（GTI2）作为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其次，借鉴李婉红（2017）的研究，从绿色技术创新

投入角度出发，将研发人员全时当量（GTI3）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表 6 Panel A中（1）~（3）列显示

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检验结果，发现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绿色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数量、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为正，并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设 H2a得以验证，表明碳

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促进绿色专利等技术产出，产生绿色创新累积和驱动效应，推动

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

其次，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机制，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

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机制之二在于试点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碳交易试点政策制约着高污染、

高能耗的生产方式，该政策倒逼高碳行业向低碳行业转型。本文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选取产业结构整体升

级指数（STR1）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STR2）测度产业结构（刘翠花，2022），并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

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6 Panel A中（4）列、（5）列，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

响为正，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设 H2b得以验证，这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促进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和结构高级化，有利于高碳行业向低碳行业转型，通过发挥结构红利效应而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

再次，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中国

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机制之三在于试点政策将降低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大力推进对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

能源的使用，优化了能源消费结构。现有学者认为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较大，常采用这一指标进行衡

量能源结构。当前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应重视使用清洁能源，因此本文分别使用煤炭消耗量占能源消耗总

量的比重（ENE1）、天然气消耗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ENE2）对能源结构进行测度（徐维祥等，2020）。表

6 的 Panel A中（6）列、（7）列展示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能源结构的检验结果，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煤炭消耗

量占比的影响为负，而对天然气占比的影响为正，均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设H2c得以验证。表明碳

交易试点政策显著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提高了天然气的占比，优化了能源消费结构，实现中

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

然后，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中

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机制之四在于试点政策将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良好条件，使外资企业发挥既有优势，

这将吸引更多的外商进行投资。为检验这一机制，本文参考李子豪（2015）的研究，从外资流量和存量两个方

面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衡量，即使用实际利用外资占 GDP的比重（FQ1）和外资企业投资总额占 GDP的比重

（FQ2）对其进行测度。表 6 Panel B中的（1）列、（2）列显示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检验结果，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外商投资流量的影响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对外商投资存量并无显著性影响，表

明碳交易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外资流量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这充分反映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 FDI的动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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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从而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假设H2d得以验证。

最后，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共享发展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中国区

域经济绿色增长的机制之五在于试点政策将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促进共享发展。为检验这一机制，本文借

鉴汪淑娟和谷慎（2021）的研究，基于产出共享和福利共享两大方面，分别使用人均可支配收入（CD1）、人均

消费性支出（CD2）、生均教育经费支出（CD3）以及人均医疗卫生财政支出（CD4）验证碳交易试点的政策效

果。由表 6 Panel B的（3）~（6）列可知，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以及人均医疗卫

生财政支出的影响为正，而对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影响人均可支配

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以及人均医疗卫生财政支出进而促进了共享效应的发挥，从而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

增长，假设H2e得以验证。

综上所述，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

及促进共享发展等途径来推动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由表 6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共享发展在碳

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结合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中介效应

的检验流程，可计算得到间接效应的效应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7。在间接作用上，中介效应最大的变

量是共享发展（CD），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GTI）和产业结构（STR），能源结构（ENE）和外商直接投资（FQ）的

传导效应相对较小。间接路径效应的差异提醒政府在发挥碳交易试点政策的作用时，应根据效应的差异对

不同路径进行选择。若要最大化发挥碳交易试点政策的作用，需更多依靠共享发展，其次是推动绿色技术创

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路径。

表 6 机制检验结果

Panel A：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结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Period×Treated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地区固定

观测值

R2

Panel B：外商直接投资和共享发展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Period×Treated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地区固定

观测值

R2

GTI1
（1）

0.819***（0.196）
6.320***（2.438）

Yes
Yes
420
0.577

FQ1
（1）

0.003*（0.003）
0.056*（0.031）

Yes
Yes
420
0.412

GTI2
（2）

0.877***（0.197）
4.383*（2.446）

Yes
Yes
420
0.561

FQ2
（2）

-0.230（0.921）
4.383*（2.446）

Yes
Yes
420
0.341

GTI3
（3）

0.903***（0.199）
5.483*（2.478）

Yes
Yes
420
0.483

CD1
（3）

4.840***（1.061）
-52.644***（13.319）

Yes
Yes
420
0.747

STR1
（4）

0.058***（0.013）
1.615***（0.155）

Yes
Yes
420
0.750

CD2
（4）

3.675***（0.714）
-25.803***（7.354）

Yes
Yes
420
0.765

STR2
（5）

0.111***（0.040）
-3.213***（0.494）

Yes
Yes
420
0.864

CD3
（5）

1.098（0.861）
-31.806***（8.823）

Yes
Yes
420
0.305

ENE1
（6）

-0.160***（0.039）
1.613***（0.485）

Yes
Yes
420
0.460

CD4
（6）

0.019***（0.004）
-0.002（0.061）

Yes
Yes
420
0.693

ENE2
（7）

0.021**（0.009）
-0.558***（0.106）

Yes
Yes
420
0.445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差。

表 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自变量

碳交易试点政策

机制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

共享发展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取对数（GTI1）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取对数（GTI2）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GTI3）
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指数（STR1）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STR2）

煤炭消耗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ENE1）
天然气消耗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ENE2）

实际利用外资占 GDP的比重（FQ1）
人均可支配收入（CD1）
人均消费性支出（CD2）

人均医疗卫生财政支出（CD4）

因变量

经济绿色
增长

间接效应的效应量（%）
18.38
19.65
17.45
13.92
15.87
3.41
0.12
1.14
28.76
30.34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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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研究

前文从全国层面分析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经济绿色增长的机制，那么不同区域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

经济绿色增长的机制是否存在差异还有待探讨。据此，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进行实证检验。

首先，东部地区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经济绿色增长的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8和表 9。由表 8可知碳交易试

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以及促进共享发展实现东部地区的经济绿色增

长。另外，表 9为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中介效应的检验流程，计算得到间接效应的效应量。在间接效

应上，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次之，最后为能源结构。因此，东部地区应首先从

共享发展角度出发，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人均医疗卫生财政支出为着力点，充分发挥碳交易

试点的政策效应。

表 8 东部地区机制检验结果

Panel A：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结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Period×Treated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地区固定

观测值

R²
Panel B：外商直接投资和共享发展机制检验

变量

Period×Treated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地区固定

观测值

R²

FQ1
（1）

-0.001（0.005）
0.041（0.026）

Yes
Yes
420
0.400

GTI1
（1）

1.013***（0.241）
6.130***（2.162）

Yes
Yes
420
0.582

GTI2
（2）

1.100***（0.250）
5.618***（1.944）

Yes
Yes
420
0.578

FQ2
（2）

-0.231（0.333）
-2.113（2.326）

Yes
Yes
420
0.077

GTI3
（3）

14.939***（4.395）
-82.147***（21.910）

Yes
Yes
420
0.478

CD1
（3）

8.740***（1.660）
-36.575***（12.809）

Yes
Yes
420
0.761

STR1
（4）

0.089***（0.014）
1.733***（0.143）

Yes
Yes
420
0.766

CD2
（4）

6.341***（1.059）
-14.339**（7.185）

Yes
Yes
420
0.780

STR2
（5）

0.217***（0.066）
-3.195***（0.996）

Yes
Yes
420
0.866

CD3
（5）

3.961***（1.127）
-23.223**（9.245）

Yes
Yes
420
0.320

ENE1
（6）

-0.114***（0.037）
1.668***（0.392）

Yes
Yes
420
0.447

CD4
（6）

0.037***（0.006）
-0.223***（0.058）

Yes
Yes
420
0.701

ENE2
（7）

0.009（0.007）
-0.588***（0.085）

Yes
Yes
420
0.455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差。

表 9 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自变量

碳交易试点政策

机制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共享发展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取对数（GTI1）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取对数（GTI2）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GTI3）
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指数（STR1）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STR2）

煤炭消耗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ENE1）
人均可支配收入（CD1）
人均消费性支出（CD2）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CD3）
人均医疗卫生财政支出（CD4）

因变量

经济绿色
增长

间接效应的效应量（%）
19.85
2.06
22.70
16.68
23.88
2.94
42.25
37.81
2.91
25.43

其次，表 10和表 11展示了中部地区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经济绿色增长的机制检验结果。由表 10可知

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等方式促进中部地区的经济绿色增长。另外，表 11
为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计算得到间接效应的效应量。在间接效应上，中介效应最大为能源结

构，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的传导效应相对较小。据此，中部地区若要充分发挥碳交易试点的

政策作用，优先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等。

最后，西部地区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经济绿色增长的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12和表 13。由表 12可知碳交

易试点政策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绿色增

长。另外，表 13为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计算得到间接效应的效应量。在间接效应上，产业结

构的中介效应最大，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小。因此，西部地区需优先考虑产业结构整

体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等路径，有效发挥碳交易试点的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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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中部地区机制检验结果

Panel A：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结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Period×Treated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地区固定

观测值

R2

Panel B：外商直接投资和共享发展机制检验

变量

Period×Treated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地区固定

观测值

R2

GTI1
（1）

0.789***（0.151）
3.547（2.253）

Yes
Yes
420
0.571

FQ1
（1）

-0.002（0.002）
0.045*（0.026）

Yes
Yes
420
0.400

GTI2
（2）

0.560***（0.157）
2.833（2.044）

Yes
Yes
420
0.563

FQ2
（2）

-0.200**（0.096）
-1.522（1.680）

Yes
Yes
420
0.076

GTI3
（3）

3.276***（0.854）
-119.665（19.330）

Yes
Yes
420
0.423

CD1
（3）

-1.075（0.758）
-58.318***（13.988）

Yes
Yes
420
0.732

STR1
（4）

-0.008（0.01）
1.512***（0.154）

Yes
Yes
420
0.750

CD2
（4）

-0.464（0.630）
-30.135***（7.809）

Yes
Yes
420
0.744

STR2
（5）

0.005（0.017）
-3.737***（1.099）

Yes
Yes
420
0.861

CD3
（5）

-4.377***（0.469）
-32.811***（8.836）

Yes
Yes
420
0.313

ENE1
（6）

-0.199***（0.029）
1.965***（0.371）

Yes
Yes
420
0.449

CD4
（6）

-0.004（0.007）
-0.024（0.065）

Yes
Yes
420
0.683

ENE2
（7）

-0.021***（0.004）
-0.608***（0.086）

Yes
Yes
420
0.457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差。

表 11 中部地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自变量

碳交易试点
政策

机制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

能源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取对数（GTI1）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取对数（GTI2）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GTI3）
煤炭消耗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ENE1）
天然气消耗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ENE2）
外资企业投资总额占 GDP的比重（FQ2）

因变量

经济绿色
增长

间接效应的效应量（%）
16.24
3.06
24.02
48.8
9.47
4.71

表 12 西部地区机制检验结果

Panel A：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结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Period×Treated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地区固定

观测值

R2

Panel B：外商直接投资和共享发展机制检验

变量

Period×Treated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地区固定

观测值

R2

GTI1
（1）

0.058（0.116）
3.529（2.308）

Yes
Yes
420
0.567

FQ1
（1）

0.0155***（0.004）
0.025（0.026）

Yes
Yes
420
0.413

GTI2
（2）

0.161（0.104）
2.675（2.091）

Yes
Yes
420
0.561

FQ2
（2）

-2.48**（0.095）
-1.230（1.640）

Yes
Yes
420
0.076

GTI3
（3）

-1.573（1.050）
-117.489***（19.900）

Yes
Yes
420
0.422

CD1
（3）

-0.158（0.555）
-58.195***（14.156）

Yes
Yes
420
0.732

STR1
（4）

0.026***（0.010）
1.479***（0.159）

Yes
Yes
420
0.750

CD2
（4）

0.163（0.346）
-30.370***（7.940）

Yes
Yes
420
0.745

STR2
（5）

-0.101***（0.039）
-3.611***（1.104）

Yes
Yes
420
0.861

CD3
（5）

-0.063（0.563）
-33.032***（9.078）

Yes
Yes
420
0.303

ENE1
（6）

-0.159***（0.026）
2.149***（0.000）

Yes
Yes
420
0.380

CD4
（6）

0.002（0.004）
-0.252（0.067）

Yes
Yes
420
0.683

ENE2
（7）

0.083***（0.005）
-0.713***（0.082）

Yes
Yes
420
0.487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差。

表 13 西部地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自变量

碳交易试点政策

机制变量

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指数（STR1）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STR2）

煤炭消耗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ENE1）
天然气消耗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ENE2）

实际利用外资占 GDP的比重（FQ1）
外资企业投资总额占 GDP的比重（FQ2）

因变量

经济绿色
增长

间接效应的效应量（%）
14.54
6.71
7.94
9.03
8.62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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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理论和新发展理念，利用 2005—2018年中国内地 30个省份面板数据（港澳台和西

藏地区因数据不全故不包含在内），将 2011年开始实施的碳交易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

分模型考察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碳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

了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且存在持续正向累积动态效应，经过安慰剂检验和 PSM‑DID检验，发现结论依然

成立。②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经

济绿色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试点政策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西部地区则表现为不明显的抑制

效应。③机制检验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主要传导机制在于通过提高绿色技

术创新投入和专利等技术产出以形成创新驱动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发挥产业结

构红利效应，通过降低煤炭比重、提高天然气比重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通过提高外商投资流量和存量以发

挥投资效应，通过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以及人均医疗卫生财政支出以发挥共享效应，进而

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在间接效应中，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

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较小。④进一步分区域进行机制检验表明，东部地区碳交易试点政

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以及促进共享发展实现经济绿色增长，且共享发展

的中介效应最大，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次之，最后为能源结构；中部地区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

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经济绿色增长，且中介效应最大为能源结构，其

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的传导效应相对较小；西部地区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

能源结构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经济绿色增长，且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大，能源结构和外商直

接投资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小。

（二）政策启示
第一，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现阶段，碳交易市场仍存

在碳价格低、交易不够规范以及配额分配比例不合理等问题，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碳交易相关立

法、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加大对碳交易市场的监管力度，引导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活动，完善碳交易政策体系，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充分发挥碳交易试点政策在实现经济绿色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具体地，在

发电力行业基础上，逐步纳入其他行业，扩大碳交易市场的行业覆盖范围，并考虑煤炭、电力等行业碳排放和

经济发展异质性，通过地区与行业试点相结合等方式，完善各地区不同行业的碳交易市场建设。增强碳交易

试点政策的收益激励作用，地方政府应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省份建设碳交易市场，鼓励企业参与到碳交易体

系中来，促进地区低碳转型与经济绿色发展。此外，碳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正向累积效应，因而需循序渐进地

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参照国际标准并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在碳税和碳交易等碳定价环节进行优化改进，根

据各地区碳排放总量和“双碳”目标要求，动态调整碳排放免费配额、有偿配额及其比例。采用大数据技术分

析碳交易过程，提高碳交易市场的服务质量，促进各地区碳交易市场的对接与合作，构建和完善全国统一的

碳交易市场，发挥碳交易的减排效应和经济效应，实现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第二，异质性结果表明，碳交易试点在东部地区促进效应显著，中部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则呈现不明显

的抑制效应。碳交易试点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需因地制

宜地开展碳交易市场建设，促进地区产业低碳转型与创新发展，从而有效发挥碳交易试点的政策效应。东部

地区需继续推进碳交易试点工作，重视共享发展的作用，完善环境税、绿色创新补贴以及碳交易等制度，同时

充分发挥该地区示范带动作用；中部地区需充分利用碳交易试点政策的积极效应，严控化石能源的消耗，优

化能源结构，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另外，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与管理力度，促进绿色科技成果的转化

应用，实现地区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西部地区需向东部地区学习先进的低碳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采取招

商引资和高端人才引进等措施，同时充分利用自身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非追求规模效应，逐步淘

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工业经济向低碳创新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机制检验表明，在全国层面碳交易试点政策效果来自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

源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促进共享发展。在间接效应中，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绿色技术

创新和产业结构，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较小。需采取共享发展方式，最大化发挥碳交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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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绿色增长的促进效应，同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构

建多重路径促进经济绿色增长。分区域机制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中部地区则为能

源结构，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中介作用显著。因此东部地区应重视优化碳交易收入再分配体系，缩小城乡收入

和消费之间的差距，完善乡村生产环境和消费市场建设，提升教育和医疗水平，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协同发

展、通过共享效应推动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中部地区利用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等手段，严控煤炭和石油

等高碳能源消耗，鼓励企业加大对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低碳能源的使用，持续改善能源消费结构；西部地

区通过完善碳交易市场、提高碳排放标准等措施，逐步淘汰高污染、高排放行业，促进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新

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推动科技金融、碳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

级，推动区域经济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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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Carbon Trading Pilot Policy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een Growth

Qian Li，Wei Yuanyuan，Xiao Renqiao，Ma Bofa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30，Anhui，China）

Abstract：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achieve the“dual carbon”goal，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een growt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rter hypothesis and new development concept，the impact
mechanism of carbon trading pilot policies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een growth was explored. The pilot policies were treated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8（Due to the lack of data，the statistical
data mentioned here do not include the Tibet Automomous Region，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aiwan Province.），the double‑difference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rbon trading pilot policy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een growth. There is a positive cumulative dynamic
effect. After placebo test and PSM‑DID test，the conclusion is still robust.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carbon trading pilot policies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een growth.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polic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significant，while that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not obvious，and the western region shows an in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Mechanism research shows that carbon trading pilot policies achieve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een growth through promo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adju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optimizing energy structure，absorb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romoting
shared development. Among them，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shared development is the largest， followed by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le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energy structur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re small.
Sub‑regional mechanism test found that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shared developme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e largest，followed by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energy structure is the smallest. The largest
intermediary effect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energy structure，followed by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and the transmission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relatively small.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largest，while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energy structur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relatively small.
Keywords：carbon trading pilot policy；economic green growth；Porter hypothesis；new development concept；double differe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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